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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国学院时期梁启超与中国
“自然科学史”研究框架的浮出

姚雅欣 1, 2 , 高　策 2

(11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科技与社会研究所 ,北京 100084; 21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 ,山西 太原 030006)

摘　要 : 梁启超任职清华国学院导师期间 ,完成著作并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 (补编 )》。其中他首次确立“自

然科学史”的地位 ,明确“自然科学史”与中国文化专史、学术思想史以及哲学史、史学史、社会科学史研究的层级关

系 ,沟通科学、技术与新史学的内在联系。在明清学术史研究中 ,梁启超初步梳理中国科学技术史 ,从社会、文化的

意义上检讨中国科学技术的历史与现状。他力求通过促进科学文化传播 ,实现建构中国“学术社会”的理想。这构

成其科学文化学术实践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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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年以来 ,清华日渐成为梁启超学术事业的重要内

容。1923年下半年 ,他开始常住清华讲学 ,以讲师身份在清

华学校开设“最近三百年学术史”(每周三晚七点半至九点

半 )和“群学概要”(隔周四晚七点半至九点半 )两门课 [ 1 ] ,并

就清华的管理、学术体制、学生修养与治学方法等问题发表

见解 ,开始参与建构清华学术事业的时期。

1925年 ,梁启超提出清华学校改办大学当以“求得学问

独立”为宗旨 ,尤其是“自然科学、工学、史学与考古学”等三

种学问求得独立。在清华国学院他所指导的学科范围 ,包括

“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

学”[ 2 ]等史学与文化领域 ,他创造性地探索中国史学独立的

可能路径。1926年 10月至次年 5月 ,他在清华主讲《中国历

史研究法 (补编 )》(实名“广中国历史研究法”) ,“ (补编 )与

几年前所讲的历史研究法迥然不同”,过去注重通史 ,补编则

以“分论”的形式特别“注重专史的研究”[ 3 ]。此外 ,编史的

指导思想也发生了质的转易 ,对归纳法、因果律、进化论在史

学研究中的运用的有效性规约了适当的范围。在他建构的

中国新史学、学术思想史体系中 ,科学、技术、工艺的历史被

纳入“文物专史”中 ,并且从科学文化视角检讨中国自然科学

发展的历史与现状。自然科学 (技术 )史被置于科学文化基

础地位的同时 ,也保持了二者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

清华国学院时期梁启超史学思想的转易 ,绝非孤立地生

发于他一向专注的史学研究领域 ,而是不可避免地得益于 20

世纪以来他结缘科学文化的宽广视野与史学家深邃识见的

融会贯通。1925年围绕清华国学院课程设置之争论 ,校方主

张“国学院乃专为研究高深学术之机构 , ⋯⋯而不教授普通

国学”,梁启超则坚持关于国学、西方现代思想的“普通演

讲”为必修课 ,力主国学院应为建立在广博基础之上的高深

学问的研究机构 ,各类专门人才的培养应建立在“通才教育”

的基础上 [ 4 ]。清华国学院时期梁启超融会传统国学与现代

新知的文化襟怀 ,由此可见一斑。本文无意于专论梁启超的

科学文化新知 ,而试想通过解析“自然科学史”在其中国历史

研究法体系中的浮出 ,阐明清华国学院时期梁启超的史学思

想真正融会了科学文化新知 ,进而中国科学技术编史学思想

雏型初备。同时 ,他所倡导的科学文化不是漠视中国传统的

无根基的盲目引进。

“文化专史”、“学术思想史”层级中的“自然科学史”

20世纪前后 ,梁启超密切关注西学中的自然科学 ,以其

历史学家的本色尤其关注科学的历史。因为在他看来 ,“凡

一种学问经过历史的研究 ,自然一不会笼统 ,二不会偏

执。”[ 5 ]从关注科学的历史入手 ,科学的价值和意义可能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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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更充分的理解。1901年 ,他在日本整理出版《格致学沿革

考略》,向国人勾勒出西方科学自古希腊源起至近代的发展

沿革。他还向中国介绍了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科学理论

与科学家 ,如 F.培根与近代实验传统 ,笛卡儿与近代唯理主

义 ,哥白尼、伽利略、牛顿、富兰克林及其科学成就 ,达尔文与

进化论等。梁启超译介西方科学史与科学人物的用意 ,决非

仅仅停留于追述科学历史的叙事层面 ,而是欲通过对西方科

学史的叙事 ,以达到铺垫国人的科学意识 ,唤醒国人探求中

国科学史资源的自觉 ,激发国民发展中国科学 ,进而逐步加

入世界科学发展主流的预期。他对“科学”语义渐次深入的

理解 ,一定程度上源自对科学史的梳理与阐释之中。因此 ,

掌握世界与本国科学的历史 ,分析科学与社会文化系统的关

系 ,成为在中国发展科学之必要环节。

梁启超以科学文化的视角和方法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的

学术史 ,开启了把中国科学史纳入学术史研究范畴的尝试。

20世纪 20年代 ,在一系列学术史与史学著作中 ,他明显地注

意运用科学的方法 ,著述的指导思想则极具启蒙倾向。成书

于 1922年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在“研究法及本书研究之范

围”中 ,开宗明义地表述“客观的研究精神”:

“科学所以成立 ,全恃客观的研究精神。 (从事

社会科学研究 )最易惹起吾人主观的爱憎 ,一为情

感所蔽 ,非惟批评远于正鹄 ,且并资料之取舍亦减

其确实性也。⋯⋯吾侪既以治史为业 ,宜常保持极

冷静的头脑 ,专务忠实介绍古人思想之真相 ,而不

以丝毫自己之好恶夹杂其间 ,批评愈少愈妙 ,必不

得已而用 ,亦仅采引申说明的态度 ,庶乎有当

也。”[ 6 ]

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研究中 ,以客观求真的精神为指

导 ,力避主观臆断、情感所蔽干扰历史真相和学术研究的真

实性 ,正是作为人文学者的梁启超理解和贯彻科学精神、科

学方法的一种具体体现。

《中国历史研究法》成书于 1921年 ,随着以广义相对论

为标志的现代科学的新进展 ,以及梁启超对科学文化思想认

识的深入 , 1923年他对原来的一些看待历史的方法 (如归纳

法、因果律、历史进化律等 )和历史见解进行了修正 , 1926年

10月至 1927年间进一步完善成书《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值得注意的是 ,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首次确立了

“自然科学史”的学术地位。他认为 ,“文化是人类思想的结

晶。思想的表现有宗教、哲学、史学、科学、文学、美术等。”在

“文化专史”一章中 ,梁启超专门论述了语言史、文字史、神话

史、宗教史、学术思想史、文学史、美术史等必要组成部分的

编写方法。在“学术思想史”子目中 ,他主张 :“中国学术不

能靠一部书包办 ,最少要分四部 :道术史 ,即哲学史 ;史学史 ;

自然科学史 ;社会科学史。”尽管他在此没有展开论述“自然

科学史”的编写方法和写作路线 ,但是在文化史框架内首次

明确了自然科学史的地位及其与其他学科史之间的关系 (如

图示 )。特别是自然科学史与哲学史、史学史、社会科学史位

于同一层级上 ,且共同纳入学术思想史的研究范畴 ,寓意梁

启超所理解的“自然科学史”是与自然科学所生成、发展、演

进的社会史、精神史、思想史存在广泛联系的“自然科学史”,

而不是孤立的、空泛的“自然科学史”。作为成长于中国传统

文化语境中的人文学者 ,他着重从社会背景、思想方法、社会

文化的层面关注中国科学与传统文化、科学文化演进的关

系 ,探索它们之间和谐发展的可能路径。对于既缺乏科学传

统又缺乏近现代科学知识的中国来说 ,有过从器物层面引进

西方船坚炮利仅获暂时奏效而终归失败的经历 ,引进科学毋

宁需要深及文化层面 ,触动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

思维方式 ,触发观念的变革。这样 ,技术、知识的引进不可能

是单纯的 ,需要与之相伴的观念、意识层面的准备。20世纪

20年代初 ,梁启超初步构建的自然科学史就具有从社会文化

层面为引进西方科学而披荆斩棘且做必要的文化和心理铺

垫的作用和意义。

“自然科学史”与“文化专史”、“学术思想史”层级结构关系图示

　　此外 ,他还阐明技术史研究的方向与必要性 ,如何做机

械、水利、交通、商业的专史 ,如何理清家庭手工业、旧机械工

业、新式机械工业在中国的发展脉络 ,新式机械工业传入中

国引发了什么新的发明 ? 诸如此类的问题均属于技术史研

究的范畴。梁启超开启了将自然科学、近现代技术引进纳入

历史学家研究视野的先例 ,在对科学、技术进行历史学研究

的过程中 ,同时建立了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观念意识深层

次沟通的思想津梁。

自然科学史、技术史都是梁启超所谓“文物专史”①的一

部分 ,他统观历史研究与专史研究的关系 ,提出独到的见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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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专史 ,与其说是史学家的责任 ,毋宁说是研究某种专门

科学的人对于该种学问的责任 ,所以文物专史一方面又是各

种专门学问的副产物。”历史研究对于任何学问的意义在于 :

“一方面可以使研究那种学问的人了解过去成绩如何 ,一方

面可以使研究全部历史的人知道这种学问发达到何种程度。

⋯⋯研究科学的人固然也有不做历史研究而能做好学问的 ,

如果对于历史方面也有兴味 ,学问既可做好 ,该科学史也可

做好。所以研究历史的人 ,一方面要有历史常识 ,一方面要

于历史以外有一二专门科学 ,用历史眼光把中国过去情形研

究清楚 ,则这部文物专史可以有光彩。”[ 7 ]

通过科学史、技术史 ,梁启超的史学见解得到拓展 :新型

历史学家的素养 ,是基础史学与专门史的结合 ;而对于专门

学科的研究者 (如科学、技术专家等 ) ,欲在所从事的领域达

到更高的层次 ,则需要培养对本学科历史文化的全方位兴

味。可见 ,历史学与科学、技术等专门学科之间存在着相辅

相成、相互渗透的内在关联。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 ,他不

仅建构了科学史、技术史的研究框架 ,而且沟通了历史学与

科学技术发展的关系 ,此中蕴含着梁启超学术实践的双重取

向 :一方面充实了历史研究的内涵 ,另一方面科学、技术不再

是缺乏文化依托和内涵的简单外壳 ,科学史、技术史也并非

仅仅停留于“科学”、“技术”或“史”的单一意义 ,梁启超初步

建构的自然科学史框架预示了科学与人文的内在统一。

在学术史研究中整理并检讨中国的自然科学史

在历史学、文化专史、学术思想史研究的层级框架中确

立自然科学史地位的同时 ,梁启超在学术史研究中也开始了

自然科学史研究的尝试。1920年初 ,在欧洲参访游历观感的

触发下 ,回国后梁的同行者军事学家蒋万震著《欧洲文艺复

兴与时代史》,梁起初为之作序后独立成书的《清代学术概

论》,是欧游之后他以较此前趋向成熟和辩证的科学文化观

指导学术实践的集中体现。梁著此书的动机 ,正如他在“自

序”表述的 ,即选取中国历史与欧洲文艺复兴相类似之时代 ,

通过二者相互印证 ,达到“校彼我之短长而自淬厉”的目的。

探寻中国启蒙的可能性依据以及在当时中国实践初步的启

蒙的思路贯穿其中。在对清代学术进行宏观的纲领性阐释

的过程中 ,梁主要以科学精神、科学方法作为评价或论断清

代不同时期、不同流派学术的标准 ,例如他所列举的王夫之、

梅定九、王念孙父子、戴震等人和他们所建构的学术 ,无不体

现出浓厚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他批判宋明理学 ,同样悬

科学标准为鹄的。尽管清初学者客观实证的科学精神仅局

限于考证文史 ,未能传续或延至对自然界的探索 ,梁坚信清

代重客观、尊归纳的学风正是持存的治学正轨。及至康梁倡

导“新学”,自然以注重自由风气、敢于怀疑、宽容开放与求真

创新的现代启蒙理念为导向。

　　20世纪初至 20年代期间 ,梁启超相继完成的《中国学

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概

　　①梁启超说 :“文物专史是专史中最重要的部分 ,包括政教典章、社会生活、学术文化种种情况。⋯⋯要想满足读者的要

求 ,最好是把人生的活动事项纵剖 ,依其性质分类叙述。”(《中国历史研究法》p. 267)

论》等一系列学术史专著 ,辟专门章节整理明清科学史 ,检讨

中国科学的历史与现实 ,分析中国科学史与学术史、社会发

展、文化建设的关系。梳理中国近三百年 (晚明至清代 ,近于

“李约瑟难题”产生的时代 )科学发展的历史 ,梁启超连通古

今 ,对科学与中国社会、科学与中国文化有深刻的省思 :

在他看来 ,科学史已经成为学术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

分 ,成为科学时代建设学术社会十分必要的历史依据。他抱

着对专业性极强的科学“绝无所知”之憾 ,勉力而作科学史 ,

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整理“历算学及其他科学”成绩

时 ,对于自己身为科学的“门外汉 ”而编纂科学史 ,他深感

“极惶悚极忸怩”[ 8 ]。为科学编史的必要性与真正熟悉科学

的专门人才的匮乏之间的矛盾 ,以及作为人文学者编写科学

史不可避免地存在漏阙谬误的力不从心和尴尬 ,使他从心腑

深切地呼唤属于中国的职业科学家。

在晚明至清的三百年间 ,中国科学史料异常贫乏 ,惟历

学与算学“旧学新知 ,迭相摩荡”,成绩斐然。梁启超对有清

一代的历学、算学进行分期、总结人物与事迹、辑校著述。除

此之外 ,其他各种科学“不惟不能各占一专章 ,并不能合而成

一专章 ,而惟以历算学附庸之资格于此附带叙焉 ,吾学界之

耻也”。即在历算学之后极简要地介绍了物理学及工艺学、

器艺、光学、医学等仅有的科学史实。

先进的西方科学文化究竟是什么造成的 ? 晚明以降 ,落

后的中国科学文化又是怎样历史关系的结果 ? 相较于中华

五千年辉煌文明 ,中国这段令人汗颜的历史也颇令人费解 ,

无论在他初步建构的“自然科学史”中 ,还是在他科学文化视

野的学术史研究中 ,凡是整理或解读科学史的地方皆着力揭

示此现象背后的根源 ,并试图从多方面探寻一切可能的救治

方案。即使在他关于儒家哲学、墨子学说、老子哲学等中国

传统学术典籍的论著中 ,也不乏检讨中国科学何以衰落的笔

墨。梁启超与蒋方震相互发明的《清代学术概论》和《欧洲

文艺复兴史》,就中国晚明迄清科学史发展共同关注与思考

的重要问题之一 ,预示了后来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之困惑 :

梁启超问 :“吾子屡言清代研究学术饶有科学

精神 ,何故自然科学于此时代并不发达 ?”蒋方震

问 :“物质之进步迟迟至今日 (指晚清民国 ) ,虽当

世士大夫大声以倡科学 ,而迄今未有成者 ,何

也 ?”[ 9 ]

尽管梁启超、蒋方震与李约瑟对中国古代科学史研究的

视角和学术深度不可同日而语 ,然而 ,殊途同归的追问却是

相通的。关于晚明迄清科学的发展 ,梁启超、蒋方震追问的

提出时间不可谓晚 ,何以自提出后命运悄寂而鲜为人知 ,“李

约瑟难题”却日渐成为广受世界关注且长期困扰中外学界的

重大论题 (尽管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质疑“李约瑟难题”,认为

其不过是一个伪问题 ) ,仅此事实本身就不能不引发我们的

思考。梁、蒋追问产生于中国“学术史———历史学———传统

人文学科”研究领域 ,此中科学论题一向少被重视 ;“李约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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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题”产生于中国科学史研究领域 ,首先引发科学史、科学技

术与社会、科学哲学领域的关注 ,随着科学与社会生活须臾

难离成为不争的事实 ,进而向学界乃至更广泛的社会层面扩

展 ,然而此时距梁蒋追问的提出已远过半个世纪。中国引进

源自异质文明的科学 ,仅有科学家、科学史家的努力还不充

分 ,人文学者围绕科学进行的思考不失其独到而前瞻的意

义。

通过整理中国科学史 ,梁启超认识到“算学为一切自然

科学之基础 ,欲治科学 ,非于算有相当素养不能为功 ”。然

而 ,“环观今之青年 ,在学校中对于此科之兴味何衰落一至此

甚也 ! 学之数年 ,恐其所得素养比诸门外汉如我者所胜无几

也 ,反不如百余年前专读‘线装书’之老经生犹知以此学为重

也。此非一门学术兴废之小问题 ,实全部学风盛衰之大问题

也。”透过算学在晚清衰落的现实 ,他也从一方面看到中国科

学不兴的原因 :轻视基础学科 ,“厌繁重而怠探索 ,功课为机

械的授受 ,不复刻入以求心得 ,惟喜摭拾时趋的游谈以自欺

欺世。”进而言之 ,中国科学不兴 ,“此非前辈之责而后者之责

也”;科学振兴 ,责任更在今人。梁启超进而审视当时中国教

育界 ,“教科书及教授法凡所以助长理解者惟恐不至 ,而取径

惟恐不捷”,反而形成今人成就常虚、古人成就常实的反差 ,

尽管古人“无组织完善之著书 ,无简易之教授法”。当时的中

国教育“只能攀全社会平庸化 ,而杰出天才乃汩没摧抑而日

澌灭”,对于教育界趋于捷径缺乏“刻苦坚忍以完成学问独立

之事业”的现状 ,他深感忧虑。他寄望于学界后来人“由前辈

治古典学所用之科学精神 ,而移其方向于人文、自然各界”,

收获欧美科学文化成就才为可能。他还看到中国发展科学 ,

“非贵乎知之 ,实贵乎行之。夫科学而至于为清谈之具 ,则中

国乃真自绝于科学矣 !”[ 10 ]改变中国科学贫乏的历史与现

实 ,贵在培育学界探索基础科学的精神 ,养成务实刻苦的学

风 ,塑造全社会崇尚科学文化并尊重本国文化传统的新风

尚。

梁启超深知中国科学与西方科学之间存在的天壤差距 ,

并由此转化为建构现代中国科学文化的外在压力与内在动

力 ,呼唤现代中国积极发展科学事业。他以促进社会公众理

解科学、树立公众对科学的信心的心理 ,悲愧于中国近三百

年科学史料贫乏之际 ,并未表现出灰心失意 ,他指出希望所

在 :清初学者运用客观实证的科学方法进行史学考证和研

究 ,其中不乏公允的科学精神。这些科学历史的基因 ,为当

时中国发展科学从心理上提供了可能的依托。这份乐观并

非是梁启超作为人文学者解读科学史可能存在的肤浅 ,毋宁

是他作为文化传播与启蒙者励社会民众之志的一种策略和

一分责任。

科学文化传播与建构“学术社会”的夙愿

如果说科学史供给科学文化发展的根系 ,中国传统文化

供给科学文化生长的基壤 ,那么 ,科学传播自然成为延伸科

学文化的触角 ,成为通过科学文化社会化促进社会现代化与

全面进步的重要途径。梁启超从理论上、学术上不断认知科

学文化的同时 ,深知科学文化不能够停留于知识阶层和社会

上层 ,而应以俯身向下的姿态面向全社会及民众为宗旨 ,唤

起全社会普遍的科学文化意识 ,培育全民的科学文化素养 ,

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现代化与精神气质现代化之根

本。他在整理清代科学史时 ,曾多次评赞清初算学大家梅定

九关怀科学普及的精神 :“定九并不是专阐发自己的‘绝

学’,打‘藏诸名山’的主意 ,他最努力于斯学之普及。他说 :

‘吾为此学 ,皆历最艰苦之后 ,而后得简易。从吾游者 ,坐进

此道 ,而吾一生勤苦 ,皆为若用矣。吾惟求此理大显 ,使古人

绝学不致无传。’”[ 11 ]历算学能成为清代的显学 ,多由定九这

样的精神和方法浚发出来。梁启超关注前代知名学者对于

科学普及的执著心态和愿力 ,寄托了他倾力科学文化传播事

业的理想。

梁启超积极倡导建立学会、报馆、博物馆、图书馆等公共

文化机构 ,组织“讲学社”、“共学社”进行西方文化译介与思

想交流。他从正面确立科学的意义、理性地审视科学的社会

价值的同时 ,还从学理上对中国两千年封建传统中“阴阳五

行说”的迷信成分进行批判。1921年他写成《阴阳五行说之

来历》一文 ,开宗明义 :“阴阳五行说为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

营 ,直到今日 ,在社会上犹有莫大势力。今当考其来历 ,辞而

辟之。”在考辨“阴阳”、“五行”语意变迁的基础上 ,他指出

“此种诡异之组织遂二千年蟠据全国人之心理 ,且支配全国

人之行事。”[ 12 ]从攸关生命的医药到中华民国国旗图案 ,无

不深受五行观念的影响。在当时保守思想与新文化的较量

中 ,梁启超公开对阴阳五行中的诡异成分进行学术批判 ,作

为在全社会破除国人迷信心理的举措 ,与他积极促进公众理

解科学的科学文化传播信念一脉相承。

梁启超进行科学文化传播与普及的指归 ,就是在日益全

球化的现代世界图谱中确立现代中国以学术为基础的位置 ,

营造中国的学术社会。他对比中西、参照西方科学发展史以

谋求中国振兴科学之道 ,将发展科学事业与相关的社会建制

联系起来。例如在《清代学术概论》中 ,对于欧洲文艺复兴时

期科学的发展与清初考据学的兴盛 ,他两厢对比提出“高薪

养学”的主张 :“欲一国文化进展 ,必也社会对于学者有相当

之敬礼 ;学者恃其学足以自养 ,无忧饥寒 ,然后能有余裕以从

事于更深的研究 ,而学乃日新焉。近世欧洲学问多在此种环

境之下培养出来。”梁十分珍视科学家 ,对于清代算学家多数

不寿的命运 ,他认为这是中国学界最大的不幸。“丧乱之为

文化之厄”是最令他无奈与惋惜的。追究中国科学的历史 ,

是片断零星的偶然所为 ,如何将科学由带秘密性质的偶然所

为转变为光大于社会的必然法则 ,他认为“非赖有种种公开

研究机关———若学校、若学会、若报馆者 ,则不足以收互助之

效 ,而光大其业也”。此外 ,中国还严重缺乏真正的学者。真

正的学者则应当树立“为学问而学问 ”的态度 ,“学问即目

的 ,故更无有用无用之可言”。在“有用”与“无用”之间 ,梁

认为真正的学者应该坚持这样的原则 :“只当问成为学不成

为学 ,不必问有用与无用 ,非如此则学问不能独立 ,不能发

达。”[ 13 ]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的宗旨与希望 ,或培养“科

学之国民”,或树立“为学问而学问”的学风 ,或以现代科学

方法研究中国传统文化 ,或传播科学精神扭转社会浮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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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或弘扬信仰以救治科学异化对情感的挤压 ,无不密切围

绕科学文化与社会现实的主题。

在梁启超历史学与科学文化的眼界中 ,科学事业需要

“为学问而学问”执著向学的精神 ,却又决非单纯的学术所能

容纳。检讨科学的历史 ,对解答科学文化的现实问题或科学

事业的发展方向更具有启示意义。因此 ,他视科学史研究、

科学史料整理为科学文化向社会深层次渗透的基础和必要

环节。在此意义上 ,科学史研究之于梁 ,毋宁更具有“外部

史”的性质。20世纪 30年代 ,美国科学社会史家罗伯特·默

顿建构科学编史学之前 ,或可言梁启超在东方中国已经从文

化史、学术史的框架中开始了书写中国科学史的尝试 ,尽管

他不是从科学家的基点出发接近“科学”,而是从作为人文学

者、政治关注者和过渡时代公共知识分子的基点出发从社会

的、文化的层面关注“科学”。“强国新民”的指归 ,使梁启超

无论引介西方科学史 ,还是整理中国科学史 ,均以“外部史”

的视野从事研究 ,即把科学史研究作为培育适宜中国语境的

科学文化的一种参照———现实作为历史的延续、补充或发

展 ,作为培育国人科学精神与现代国民气质的一份历史依

据 ,最终融入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

(本文为姚雅欣在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完

成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实、修改而成。文中凝

聚着高策教授的指教和真知 ,邢润川教授、魏屹东教授曾对

拙文提出过极富价值的意见 ,杨舰教授则积极促成修改稿的

最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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